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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能治理与社会模拟器

近年来，伴随智能体技术（如被称为“通通”的智能体雏形）以及国外“Human

AI”“社会模拟器”等概念的发展，一种以个体行为建模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研究

路径逐渐兴起。其核心逻辑在于将社会成员抽象为可计算的 AI 智能体，通过大

规模多智能体仿真，对各类政策与社会治理方案进行模拟与效果验证。

从历史视角看，此类尝试并非首创。包括心理学、机械力学乃至化学等多个

学科均曾尝试运用其学科范式解释甚至模拟社会运行。例如，化学领域曾出现通

过合成激素调节公众情绪以维持社会稳定的设想。智能治理在本质上可视为技术

治理思想在智能时代的最新延续。

尽管超级治理对提升治理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必须指出，其本身

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缺陷，因此不应将这一模式绝对化：其一，行为主义的理论

局限。已有大量研究指出，人类行为的丰富性、意图性与复杂性难以被完全数字

化还原，基于行为主义的模拟无法涵盖人类意识的深层维度。其二，环境参数的

无限性。构建高保真社会仿真所需输入的参数近乎无限，不仅涉及物理环境变量，

更包括个体精神状态、心理活动等难以穷尽且量化的复杂因素。其三，“实然”

与“应然”的哲学分野。模拟器仅能反映社会系统“实际如何运行”，无法回答

社会“应当如何发展”的规范性命题。社会演进方向本质上是集体选择与价值判

断的结果，无法通过技术模拟予以决定。其四，数据与技术层面的现实困境。用

于建模的人类数据本身可能存在偏见、污染或错误，而与一个有缺陷的 AI 系统

互动，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

二、超级智能与超级伦理

支持发展超级 AI 的一种常见论据是“超级治理”愿景，即认为极端复杂的

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危机、跨国协调等）需要超级智能的介入方能有效应对。倘

若由超级 AI 主导全球治理，其发展轨迹可能呈现出如泰格马克在《生命 3.0》

中设想的多种情景：它可能将人类视为低等物种并予以灭绝或圈养，也可能选择

服务于人类、自我放逐或与人类隔绝。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超级 AI 可能因无法

真正理解人类价值体系，在追求某一工具性目标的过程中，无意间导致人类文明

的毁灭或衰退，此即所谓“AI 文明危崖”风险。

尽管如此，需要客观评估的是，在当前的全球风险优先级排序中，超级 AI

的威胁通常并非位列最前。主流风险评估往往将气候变化、核战争与新型病毒等

视为更紧迫的生存性威胁。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超级智能具备灭绝人类的能力

之前，人类社会可能已因其他原因而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三、超级治理与人的机器化

“超级治理”愿景的背后，潜藏着“科学人”理念的兴起——即人日益被理

解并建构为一个可被数字化、可被治理、可被控制的智能机器。当“人是什么”



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解释权，从哲学家、艺术家及思想家手中，全面转移至物理学

家、数学家与 AI 专家时，“人的机器化”进程便已悄然启动。

该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人的测量化。通过智能手环监测生理指

标、利用身体质量指数（BMI）评估健康水平等实践，反映出个体日益习惯于以

数据来定义和管理自身。其二是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的重塑。例如，许多人已难

以在脱离 PPT 等视觉化工具的情况下维持长时间专注；技术工具所提供的即时信

息检索，正削弱人类生物记忆的必要性；而创造性思维过程也越来越多地被“外

包”给算法与智能程序。长此以往，人类在依赖外部技术延伸认知能力的同时，

其内在的思维习惯与心灵结构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迁。

四、如何看待超级智能

目前并无明确证据表明超级智能必然会出现。在此背景下，可将“超级智能”

概念部分地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话语建构或社会修辞。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作为资源动员的工具。AI 领域历来有通过新概念炒作维系领域热度的倾

向。在一轮技术发展高潮过后，“超级智能”此类极具冲击力的术语，能有效吸

引社会关注、撬动资本与政策资源的持续投入。其二，作为人文批判的方法。人

文学者通过设想此种极端情境，得以深入剖析并预警其可能带来的颠覆性风险，

从而推动社会进行前瞻性研究与防范。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 AI 专家群体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宣传与技术鼓吹进行适

度的规范与引导，以确保公共讨论建立在审慎与理性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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